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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上世纪内 , 因东南亚国家时事风云变幻 , 先后有大约 20 万华人华裔从东南亚移居欧
洲 , 他们构成了欧洲外来移民群体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次级群体。本文追溯该群体的迁移历程 , 剖析其
群体特征 , 并以其穿行在多元化世界的生活状况为个案 , 结合流散族群理论 , 探讨与当代某些跨境移
民共生的跨国主义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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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5 年 8 月 18 - 20 日 ,“海洋亚洲与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会前 , 大会组织者邀请
我为大会做一关于“欧洲东南亚华裔与海洋亚洲”的主题演讲。我接受了大会的邀请 , 于 8 月 20 日为大会做了
公开演讲。演讲之后 , 许多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裔听众对于我在演讲中所阐述的流散族群、隔洋情怀、远
距离民族主义等问题反响十分热烈。有的听众在倾诉自己在不同国家之间生存奋斗的心理历程时 , 止不住热泪
盈眶 , 哽咽难言。听众的反应令我深受感动 , 更深受教育。学术研究的源泉 , 存在于社会民众之中。常年奔走
于学术田野的经历 , 时常促我反思 , 催我奋进。学术研究的动力 , 正是来自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支持。本文根据
演讲稿整理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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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20th century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ethnic Chinese had migrated from Southeast Asia to
Europe due to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y have formed a socially visible subgroup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After tracing its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describing its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long2distance nationalism together with the
diaspora theory and practices.
　　在当今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华侨华人当中 , 虽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华裔仅为总人数的五分之
一 , 但是 , 他们却因自身特殊的移民经历 , 不平凡的创业历程以及处处凸显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
征 , 在欧洲华人社会中独树一帜 , 构成了欧洲外来移民群体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次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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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南亚华裔迁移欧洲历史追溯
在上世纪内 , 因东南亚国家时事风云变幻 , 先后有大约 20 万华侨华人华裔从东南亚移居欧




关于欧洲华人最早的一则记载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的殖民地有关。1585 年 , 三名中国
商人“带了许多珍奇物品”从马尼拉前往另一处西属殖民地墨西哥 , 但他们到了墨西哥后“并不
停留 , 而迳往西班牙及其以远的王国。”1607 年 , 有一位叫恩浦 ( Impo) 的中国人 , 从荷属东印
度前往荷兰 , 据说他会说荷兰语 , 并在留居荷兰期间 , 接受了基督教洗礼。1681 年 , 时任荷属
东印度总督的荷兰人莱克洛弗·范·昆斯 (Rijklof van Goens) 患病需返回荷兰医治 , 因担心旅途中
病情发生意外 , 特请当时在巴达维亚有“神医”之称的华裔中医周美爹同行。周美爹抵荷后 , 在
为昆斯治病的同时 , 还应邀为荷兰人表演中国的针灸 , 向荷兰人介绍中国人参的神奇功效 , 为好
奇的荷兰人用荷兰文制作过一份中国历代帝王年表。周美爹在荷兰居住了半年多后 , 于 1682 年 6
月随新任总督离开荷兰回巴达维亚。[1 ]
而东南亚华人华裔成为欧洲大陆上一个多少引起社会关注的外来移民群体 , 则基本上是 20
世纪初叶的事了。
(二) 从印尼到荷兰
以从荷属东印度到荷兰留学的华裔青年学生为例。据 1911 年统计 , 是年在荷兰学习的荷属
东印度华裔学生总共约 20 人 , 1920 年增加到 50 人以上 , 时至 1930 年前后 , 在荷兰各高等院校
学习的荷属东印度华裔学生共有 188 人 , 其中 , 73 人在鹿特丹大学学习 , 49 人入阿姆斯特丹大
学 , 32 人入代尔夫特 (Delft) 大学 , 29 人入莱顿 (Leiden) 大学 , 另有数人在海牙学习 , 此外还
有 67 人在荷兰的中学学习。此后 , 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 , 不少荷属东印度华商生意不景
气 , 甚至倒闭破产 , 赴荷留学的华裔学生数明显下降。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 荷兰的荷属东印
度华裔学生人数大约下降到 100 人左右 ; 到 30 年代末 , 欧洲政局不稳 , 战云密布 , 荷属东印度
华裔留学生人数又再度下降到仅余数十人。据当时荷兰荷属东印度华裔留学生团体“中华会”的
统计资料 : 从该会成立的 1911 年起 , 至德国占领荷兰前的 1940 年止 , 先后共有约 900 名荷属东
印度华裔学生进入荷兰各高等院校学习。[2 ]值得一提的是 , 早期荷属东印度华裔学生所习专业全
为实用性学科 , 尤其是商科 , 没有任何一人选修农、史、哲、艺术或军事专业 , 与从中国本土赴
法勤工俭学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详见表一) 。
表一 　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与荷属东印度华裔留学生求学科目比较 ( 1930 年统计数字)





258 54 272 62 243 13 121 19 4 630 1676
1514 % 312 % 1612 % 317 % 1415 % 018 % 712 % 111 % 012 % 3716 %
17 7 63 5 96 188
910 % 317 % 3315 % 217 % 5111 %
资料来源 : 根据陈里特《欧洲华侨生活》 (海外月刊社编印 , 1933 年出版) 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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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 20 世纪从新马移居英国的华侨华人大约有 5 - 7 万人 ; 20 世纪 50 - 70 年代从印尼
移居荷兰、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华侨华人大约上万人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法国为主的西欧国家接纳的印支难民中华
侨华人华裔约有 12 - 15 万人。详见拙著《欧洲华侨华人史》第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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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但是 , 数百年殖民统治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
间形成的政治、文化、经济及人员联系存续日久 , 盘根错节。战后 , 印尼华裔知识分子移民荷兰
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究其原因 , 一是因为二次大战中断
了印尼华裔青年留学荷兰的正常进程 , 大战一结束 , 大批华裔学生即涌入荷兰求学 ; 二是战后初
年 , 印尼在政权交接过程中社会动荡 , 治安混乱 , 华人身家性命受到冲击 , 而荷兰在战后经济复
兴期急需各类专业人才 , 战前曾留学荷兰或与荷兰企业有关系的华裔知识分子相继前往荷兰谋求
发展。据统计 , 1948 年全荷兰约有印尼华裔 500 人 , 其中大多是入学不久的学生。至 1957 年 ,
全荷兰印尼华裔增加到大约 1400 人 , 其中登记为“学生”者约 1000 人 , 定居者约 400 人。[3 ]
印尼华人移居荷兰的第二次浪潮 , 出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叶。1960 年 , 印尼与荷兰中断外
交关系 , 此后直至两国正式复交之前 , 从印尼移居荷兰十分困难。1965 年九·三 ○事件及苏哈托
掌权后印尼与荷兰恢复外交关系 , 直接促成了 1967 - 1970 年的华裔移民潮。在当时印尼那种特
殊的政治氛围下 , 不少怀有一技之长的华裔知识分子纷纷离境 , 荷兰则成为那些通晓荷语的华裔
知识分子的主要对象国。据估计 , 在此次移民潮中迁入荷兰的印尼华裔约有 5000 人。①
(三) 从新马到英国
战前的马来亚是中国东南沿海人口下南洋谋生的又一主要聚居地。时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
期 , 马来亚华人人口已经达到当地全部人口的 40 % , 并且广泛地活跃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二
战结束后 , 英国在重建进程中 , 于 1948 年制定了吸引原殖民地移民的相关法令 , 规定 : 凡持有
英联邦成员国国籍的公民 , 均有权在英国定居。该项法令为包括马来亚在内的英联邦公民移居英
国提供了方便。战后从马来亚地区移居英国的华人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系以劳工身份进入英国 , 他们成为上世纪 50 年代后在英国蓬勃兴起的中餐业的生力
军之一。第二类系专业移民。与战前荷属东印度的情形相似 , 自 20 世纪初年起 , 即不断有在马
来亚接受了英文教育的富裕的华裔家庭子女 , 继续前往英国深造。二战期间 , 在中国著名新闻记
者萧乾访问英国的有关报道中 , 就曾经提及 : 在著名的剑桥大学“有一个中国同学会 , 因为来自
马来亚的华侨占大半 , 开会时全说英文”。第三类较为特殊 , 她们是来自马来亚的华裔女护士。
护士往往被认为是女性从事的工作 , 在英国 , 女性就业率历来不高 , 尤其在婚后 , 大多成为相夫
教子的家庭主妇。在英国医院 , 一方面 , 护士必须任劳任怨 , 承担大量的护理和清洁工作 , 日夜
为病人服务 , 十分辛苦 ; 另一方面 , 护士工作既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 , 经济待遇却又远不同
于许多专业人士 , 因此 , 英国各医院长期需要从来自英属殖民地或英联邦国家的外来移民中选择
合格人才 , 补充其护士职位之空缺。因为一来她们大多在原居地受过英文教育 , 在语言上能够比
较自如地与病人进行沟通 ; 二来她们身为英属殖民地臣民或英联邦国家公民 , 在英国就业基本不
受限制 ; 第三 , 她们在英国的工资待遇虽然就英国水准而言是比较低的 , 但相对于原居地 , 这一
收入水准则高出许多 , 因此 , 她们能够接受英国提供的工资待遇并任劳任怨。战后英国的外来护
士主要来自两个国家 : 一是印度 , 二是马来亚 , 后者即包括不少华裔女性。
从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起 , 由马来亚移居英国的华人人数明显增加。1951 年英国英格兰与威
尔士的人口普查资料中 , 首次将居住在该地区的华裔人口按其出生地进行划分。是年列入该人口
普查的华人人口总数是 19396 人 , 其中出生地为新、马者合计共 7301 人 , 占是年正式登记在册
之英国华人总数的 38 %。1961 年 , 新、马华人在全英华人中所占比例又增至 51 % (详见表二) 。
3
① 1988 年 1 月 18 日笔者在荷兰访问研究印尼华侨史的专家吴银泉博士 , 并请参阅拙文 :《一个特殊的华裔
移民群体 : 荷兰印尼华裔个案剖析》, 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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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英格兰与威尔士华人出生地统计 ( 1951 - 1981)
年份 中国大陆 香港 新加坡 马来亚 3 总数
1951 8 636 45 % 3 459 18 % 3 255 17 % 4 046 21 % 19 396
1961 9 192 24 % 10 222 26 % 9 892 26 % 9 516 25 % 38 750
1971 13 495 14 % 29 520 31 % 27 335 28 % 25 680 27 % 96 030
1981 17 569 11 % 58 917 38 % 32 447 21 % 45 430 29 % 154 363
3 1963 年之后应为“马来西亚”。
资料来源 : 根据各该年度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整理。转引自 David Parker ,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 :
histories , futures and identities , in Gregor Benton & Frank N. Pieke eds. , The Chinese in Europe. Houndmills : Macmillan Press




在印支事变发生前夕或初期即逃离印度支那的华侨华人 , 主要是通过个人关系 , 向业已生活
在西方国家的亲朋好友求助。但是 , 当排华大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之时 , 个人力量已显得微不足
道了。印支难民问题引起了联合国及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在西欧 , 几乎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接
收了部分印支难民。其中 ,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资料 , 接收印支难民最多的西欧国家是法
国 , 截至 1986 年 12 月底 , 法国作为印度支那地区的原宗主国 , 共接收印支难民 114081 人 ; 其次
是西德 , 接收了 30934 人 ; 英国也接收了 20700 人 ; 其余如比利时、荷兰、瑞典、西班牙、瑞士
等国 , 也分别接纳了数千印支难民 , 全西欧接纳的印支难民总数在 20 - 25 万人之间。一般认为 ,
印支难民中华人华裔大约占 60 %。由此 , 西欧增加了一个大约 12 - 15 万人的华侨华人华裔群体。
此前 , 法国的华侨人口不过区区 6000 人 , 而全西欧华侨华人总数也才不足 6 万人 , 因此 , 十多
万印支华裔群体突然涌入 , 几乎在霎那间使法国华人社会彻底改观 , 同时也使其它西欧国家的华
人社会呈现出不同既往的新面貌。①
就印支难民进入西欧的政治大背景而言 , 战后至 60 年代在西方国家步步高涨的民权运动 ,
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与异民族、异文化和平共处的社会氛围。可以说 , 战后五六十年代在西欧民
众当中培植起来的人道主义、种族平等的理念 , 在接纳印支难民一事上 ,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
现。西欧各国接纳印支难民 , 首先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印支难民的悲惨遭遇 , 得到西欧社会的普
遍同情 , 西欧各国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调下接受印支难民的作法 , 在国内基本得到朝野各界的认
可与合作 , 尤其得到了千百万善良的西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当饱受磨难的印支难民抵达西欧接
纳国后 , 当地许多民间慈善团体立刻对难民们伸出援助之手 , 政府有关当局也对难民的生活、工
作及学龄儿童的求学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
就印支难民进入西欧的经济大环境而言。印支难民是在 70 年代后期、80 年代上半期相继为
西欧国家所接纳的。此时的西欧 , 正处于 1973 年经济危机打击后缓慢的复苏时期 , 尽管西欧各
主要国家直到 1982 - 1983 年才相继走出危机的阴影 , 但西欧的总体经济形势从 70 年代后期已一
步步走出“滞胀”, 趋向好转。由于西欧各国一方面关闭了接纳外籍工人的大门 , 另一方面则采
取提供补贴的措施 , 将此前业已进入西欧的外籍工人送回原籍 , 失业率业已下降。因此 , 西欧国
4
① 关于欧洲各国接纳印支难民的具体统计数据在不同资料中差别相当大 , 笔者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比较后 ,
采用的是相对折衷的数据。详细的分析比较可参阅拙著《欧洲华侨华人史》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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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接纳印支难民 , 实际上是一举多得 : 既树立了人道主义形象 , 又缓和了外籍工人来源突然被卡
断后国内某些劳务部门对于青壮劳动力的需求 , 同时还有助于改变本国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由于以上诸多因素 , 70 年代后期西欧各国大批安置印支难民的工作基本进行得比较顺利 ,
尤以法国为最。法国是接收印支难民最多的西欧国家 , 在国际上其接收数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加
拿大 , 居第四位。上世纪 70 年代初 , 巴黎市政当局为减缓巴黎市内的居住压力 , 曾在巴黎 13 区
兴建了一大批高层建筑 , 计划在此形成一个新的居住区。可是 , 高楼建成之际 , 恰逢经济危机的
猛烈冲击 , 新楼无人问津 , 投资者苦不堪言。大批印支难民的到来 , 给 13 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生机与活力。在巴黎市政府的统一筹划下 , 由政府提供津贴 , 将 13 区新楼的租金降低到难民们
可以接受的水准 , 再将入境后暂时安置在法国难民营中的印支难民一户户地分配到 13 区的新楼
中居住。与此同时 , 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并为印支难民安排了从语言到工作技能的各种培训 , 将他
们安排到法国的工厂中当工人 , 使他们能较快适应新的环境 ,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二、欧洲东南亚华裔群体的主要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 , 数十万中国人直接从中国本土源源移居欧洲。与来自中国的移民相比 , 欧
洲的东南亚华裔具有自身的一些共性。
首先 , 就其族群的迁移特性而言 , 当今生活在欧洲的东南亚华裔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流散族
群” (Diaspora) 。①“流散族群”是目前移民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众所周知 , 其本意所指是 2600
年前“巴比伦之囚”后不幸流散在全球各地的犹太人族群 , 但时至今日 , 这一概念已被扩展为泛
指离乡背井、到哪里都无法根本摆脱“异乡人”心态的群体。该群体的基本特性是 : 源自同祖 ,
散居五洲 , 努力传承本民族的历史记忆 , 不懈维护本民族的道德文化 , 力图凝聚全球同胞的手足
情谊 ; 他们对于祖籍国的某些方面不满、排斥乃至深恶痛绝 , 企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依托 ,
但与生俱来的文化根基却又使其无法完全彻底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因此 , 其所昭示
的是那种处处为家、却又无处得以真正为家的群体心态。
“流散族群”无不与特殊的迁移经历相关 , 就此而言 , 欧洲东南亚华裔正是一个带着刻骨铭
心的历史记忆行走在欧洲的特殊群体。当代著名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 ( Edward Said) 曾经在




失色。”[4 ]就欧洲的东南亚华裔群体而言 ,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远赴他乡的无奈。无论是荷兰的
印尼华裔 , 还是法国的印支华裔 , 大都属于被迫移民 , 不少还亲身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他们对
于在遭遇困难与不幸时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的欧洲国家和人民 , 心存感激 , 知恩图报。欧洲生活安
宁祥和 (近来恐怖事件对欧洲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变化) , 然而 , 欧洲的社会人文环境毕竟与他
们曾经熟悉的原居地相去甚远 , 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语言文化 , 需要适应欧洲高税务、高福利的社




① 目前关于 diaspora 存在多种不同的中译法 , 如 : 散居族群、离散族群、流散族群、裔群、流移者、大流
散等。笔者在此前的其他文章中 , 曾采用“散居族群”之译文。但“散居”给人的印象似乎主要落于“居”, 而
diaspora 的内涵 , 似乎更多的还在于“流”。因此 , 考虑再三 , 笔者在本文选择了自以为更接近于原文所的“流散
族群”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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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祖籍地的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 , 使该族群在源自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上 , 具有流散族群
认同 (diasporic identity) 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 , 在这一点上 , 欧洲的东南亚华裔群体与仍然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华裔存
在明显不同。相对于东南亚各国庞大的华侨华人人口基数而言 , 战后因政治动荡而从东南亚移居
欧洲者其比例则微不足道 , 那种认为东南亚华人移民如无根的浮萍轻易随风漂移的看法 , 完全不
符合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实情。实际上 , 当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业已具有相当的稳定
性 , 尤其是那些已在移居地生存几代人的家庭 , 均已成为当地国社会的组成部分 , 并且形成了对
当地国十分明确的认同感 , 不到万不得已 , 绝大多数不会再度举家迁移。战后初年东南亚局势的
动荡变迁 , 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华侨社会造成种种冲击 , 但是 , 绝大多数华侨华人采取的方
式是设法自我调适 , 以求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 真正走上再移民道路者只是极少数。欧洲对于绝大
多数东南亚华侨而言是十分遥远的 , 绝大多数家庭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冒险移居到一个遥远、陌
生、寒冷的国度。因此 , 在论述“流散族群”时 , 务必对绝大多数业已成为东南亚当地国家民族
组成部分的华人华裔做出明确区分。
其次 , 迁移之前在东南亚的生活背景使东南亚华裔群体在移居欧洲之后 , 以共同的原居地与
居住国相结合为背景 , 在就业领域、生活环境、社交圈子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尤其是在印支
华裔大批集中的法国巴黎 , 还进一步构建了具有印支华裔特色的小社区。
以迁移荷兰的第一代印尼华裔为例 , 其总体受教育水准之高 , 不仅远在荷兰其他华人群体之
上 , 甚至连荷兰人也望尘莫及。据统计 , 在荷兰印尼华裔第一代移民群体中 , 具有或曾经具有某
种专业职称者几乎占七分之一 , 其中有包括西医、牙医、针灸师、药剂师在内大约 500 名医师 ,
200 名工程师 , 还有 100 多人具有法律学位背景。[5 ]该群体如此特殊的高知结构 , 无疑是由其战前
的留学背景及战后特殊的迁移途径所决定的。在荷兰众多华人社团中 , 印尼华裔自组社团较活跃
者有四、五个 , 他们与其他由来自中国大陆移民组成的社团之间 , 联系甚少。值得一提的是 ,
1995 年 , 一批关于印尼巴达维亚时期华人公馆的档案材料送到了荷兰莱顿大学 , 荷兰的印尼华
裔闻之甚为兴奋 , 他们组织了志愿社团“公馆之友”, 义务整理、编辑、翻译档案资料。该批档
案历时 200 余年 , 使用的文字包括中文、马来文、荷兰文等。有意思的是 : 一批印尼华裔志愿者
历时数年 , 不辞辛苦地将其中的一批马来文资料译成了荷兰文。就学术角度而言 , 马、荷文对译
并无太大意义 , 因为荷兰文是一种更少人能够阅读的文字 ; 然而对于译者而言 , 这却是符合逻辑
的选择 , 因为这是他们最为熟悉的两种语言。
再以法国的印支华裔为例。印支华裔身为难民 , 多数人初到法国时 , 身无分文 , 两手空空。
最初 , 他们大多只能在法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的安排下 , 到法国工厂企业就职谋生。然而 , 他们
在新居地安顿下来之后 , 不少人并不满足于由政府安排的“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涯 , 而是很快就
开始了新的创业计划。十多万华裔对于中餐、对于种种亚洲风味食品、对于中医中药的特殊偏
好 , 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市场。于是 , 一些在东南亚已有从商经验者 , 捷足先登 , 从不同
渠道筹集资金 , 一家家中餐馆及大小商店如雨后春笋在巴黎 13 区应运而生。经过二三十年的苦
心经营 , 如今巴黎 13 区业已成为巴黎城中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亚裔经济中心。在那里 , 各类中
餐馆不仅密度高 , 适应面广 , 而且出现了一批欧洲最豪华的大型中餐馆 , 如座位多达三、四百的
富丽堂皇的白天鹅大酒楼、中国城大酒楼、潮州城大酒楼等 , 从内外装修、菜式烹调到餐厅服
务 , 都代表了全法中餐业的最高水准。至于巴黎华人熟知的陈氏百货、巴黎士多等 , 天天顾客如
云 , 其商贸网络早已通达欧亚。巴黎 13 区内还建立了众多为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 , 从会计、
律师事务所 , 到旅游、房地产、保险经营机构 , 应有尽有。巴黎 13 区还是一个印支华裔的社会
文化中心 , 那里有众多华人社团会所 , 有中文学校 , 有中华文化中心 , 而两大美伦美奂的佛堂 ,
不仅为虔诚礼佛之士提供精神家园 , 而且经常组织各类慈善活动 , 播撒爱心。可以说 , 巴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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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汇聚了巴黎华人从日常生活到心理需求的重要元素。
第三 , 就其群体文化特征而言 , 生活在欧洲的东南亚华裔大多一身兼容三重或多重文化
色彩。
以生活在荷兰的印尼华裔为例。他们是“印尼人”, 因为印尼是他们的出生地 , 印尼语是他
们的母语 , 他们彼此相聚时多以印尼的某一地方语言相互交谈 , 聚餐时多以印尼风味烹调 , 尽管
他们因种种不愉快的原因离开印尼 , 但他们在那里还有许多亲朋好友 , 不少人还时常回去“探亲
访友”, 因此多对印尼怀有特殊的情感。他们又是荷兰人 , 因为他们几乎全都入了荷兰籍 , 他们
的事业与社会生活已融入了荷兰社会。绝大多数都将荷兰视为自己“落地生根”的归宿。然而 ,
他们还是“中国人”, 他们是在中国以外出生的第三、四、五代华裔 , 因血缘而生就中国人的外
貌 ,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仍然保持着明确的“中国人意识”, 他们的姓名 (尤其是姓) , 多按
闽南语发音拼写 , 这成为荷兰社会学家在进行社会调查时据以确认印尼华裔身份的依据之一。对
于如此一身兼有三重文化特性的现象 , 荷兰印尼华裔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 , 有人对此感到自豪 ,




及。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在巴黎做访谈时 , 经常会被受访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赤色政权”
的恐惧与仇恨所震撼。然而 , 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心中“东南亚情结”的外化 : 如同荷兰的中餐馆
多以“中 —印尼餐馆”及“中 —印尼菜式”为特点 , 法国中餐馆的餐牌上 , 中餐与越南餐、泰国
餐、高棉餐也相互交融 ; 法国中餐馆的广告、招牌、餐牌上 , 在中、法文之外再附上越南、老挝
或柬埔寨语 , 也不足为奇。在各大型超市 , 榴莲、芒果、龙眼、荔枝等各种热带、亚热带水果总
是摆在最惹眼的地方。而东南亚的风风雨雨 , 也总会出现在当地华文报刊的重要版面。与生俱来
的血缘相貌 , 社会化过程中被潜移默化的情感认知 , 是不可能轻易摒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 中
国自身的改革开放昭示了新的时代 , 而印度支那三国也在上世纪末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 由此 ,
在法国的印支华商中 ,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访乡之途 : 探访在东南亚的亲朋 , 探访在中国的老
家 , 或联谊 , 或投资 , 或旅游。
东南亚华裔对于东南亚和中国的情感是不同的。中国是祖籍国 , 而东南亚是出生国。如果
说 , 到东南亚是去探亲访友 , 那么 , 到中国则更象是去旅游度假。虽然他们与中国祖籍地也存在
血缘亲情 , 但那往往是必须追溯到祖辈之前系谱上的远亲远戚 ; 中华本土的和平崛起也令他们感
到振奋 , 但那毕竟是大洋彼岸“他国”的事。是否可以这么说 , 他们的“中国情”, 是一种宏观
抽象的“大叙述”: 是炎黄尧舜 , 孔孟老庄 ; 是黄河泰山 , 故宫长城 ; 上下五千年 , 纵横八万里。
然而 , 当作为一个个人真正踏上这片祖籍国的土地时 , 一切宏观大叙述都将化为实实在在的言谈
举止 , 这时 , 那看不见的鸿沟就悄然凸显 : 不仅是语言上可能存在的隔阂 , 而且是成长环境差异




遥远陌生却相对富裕宽容的西方世界 , 在新的追求中演绎着新的人生 , 描绘着新的蓝图。回眸远
望 , 与海洋亚洲之间从情缘亲情到现实切身的利益关联 , 则令其梦绕萦怀 , 寤寐思之。在他们的
现实生活中 , 一方面是从政治到经济都演绎着在场 (presence) 与缺场 (absence) 的交叉 , 即
“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一体 ;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系统从本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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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范围中剥离出来 , 跨越时间和空间重新组合。
在当代西方著名后现代学者萨林斯 (Marshall David Sahlins) 的笔下 : “今日巨大的移民流动
现象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构成 , 即一个没有实体的明确社区”, 因为 , 此类社区 , 可能“从
第三世界的一个农村中心 , 跨文化地 , 并常常跨国界地延伸到大都市的‘国外的家’, 整个社区
靠商品、思想和人的往来运动联合起来”, 其结果是 :“一个地理的村庄很小 , 但其社会的村庄则
伸展到千里之远”。另一位著名的后现代学者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则强调 , 当今时代 , 居住在
近邻的人群常常不享有共同的文化 , 反而与分散远离的人群相互联系 , 结果呈现出一个不断扩展
的相互联系的世界。[6 ]
与跨界文化相关联的 , 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远距离民族主
义” (long2distance nationalism) 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的多层面扩展。[7 ] 安德森认为 : 现代科技的发
展使移民即使在地理上远离故国家乡千万里 , 也能通过各种现代电讯手段而“与家同在”, 而相
对宽容的政治环境 , 则允许越来越多的异民族移民加入其移入国国籍 , 故而在政治上成为其国
民 , 由此 , 移民们的国家认同可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徘徊。远在异国他乡的移民群体 , 可能对原居
地或祖籍国的某事某人或义愤填膺 , 或喜形于色 , 然而 , 无论是他们的愤怒或是喜悦 , 却大都只
是停留在口头上 , 因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指向的是一个“想象的祖国”, 他们不住在那里 , 不参加
那个国家的选举 , 不向那个国家纳税 , 那个国家的法律对其没有严格约束 , 因此 , 事实上 , 那是
一种没有职责与义务的政治性 , 是在远距离的想象中塑造并抒发的民族主义 , 即所谓“远距离民
族主义”。如此社会系统时空剥离的政治 , 在社会环境相对宽容的时代 , 罩着人为的光辉 , 伴随
着“全球性”节节蔓延。然而 , 笔者认为 , 如果结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历时性考察 , 那么 , “远
距离民族主义”在他们身上所折射的应当是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如安德森所言 , 的确有一种在
遥距故土万里之外“指手画脚”的民族主义 , 他们批评这 , 指责那 , 却不愿、也不必履行任何一
点实际的义务或职责。但与此同时 , 也有另一类人 , 他们的“远距离民族主义”承载于实实在在
的乡土情怀 , 体现于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实际行动之中。
过往的研究时常以特定的“地域文化群体”为分析单位 , 而当今的“跨国主义”命题则标志
着一种新的理念 : 一些人的身心始终处于不断的迁移之中 , 他们终生都在世界各地进行着或远或
近的迁移 , 以自己的方式在想象中建构认同。在他们心中 , 不仅一个处于迁移中的人可以有
“家”, 而且 , 甚至“迁移”本身就是迁移者的“家”。换言之 , 某些人终其一生从心灵到身体都
穿行于多元文化的生活空间 , 而且从未完全彻底地认同于某一国某一地。因此 , 随着全球化时代
国际移民流动的空前增长 , 流散族群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则从另一端发出了颇具豪迈气概的自我宣
言 : 我们是“全球人” (The Global Me) , 是“无国界生存”的“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ans) 。在
他们眼中 ,“家”之存在与缺失 , 与运动无关 , 与身在何处无关 , 与社会文化的时空流动也无关。
只要意识到自己在某一环境中生活得自在 , 与周围环境能够良好互动 , 那么 , 就拥有了“家”的
感觉。反之 , 当没有如此感受的时候 ,“家”也就不存在了。[8 ]
不久前 , 偶然地 , 笔者读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 《藏在心中的小镇》。
龙应台的丈夫是德国人 , 他们的儿子安德烈是中德混血儿。刚从高中毕业、即将去往香港的儿子
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 我是什么人 ? 我的“家”究竟在哪里 ? 他觉得自己心中所深深依恋的是
一个小镇 ———一个度过了愉快的青少年时光的德国小镇。龙应台诚恳地告诉儿子 : 妈妈作为“难
民的女儿”,“终其一生 , 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 , 每到
一个小镇 , 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 ; 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 , 熟悉了小镇的气味 , 却又是该离
开的时候了。”因此 , 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 ———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 ,
却是生活的苦楚。”她推心置腹地与儿子探讨 :“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 , 我们是不是逐
渐地要摒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 ? 愈来愈多的人 , 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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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 ; 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 , 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 , 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 , 却拒绝给
他国籍 ; 或者 , 愈来愈多的人 , 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然而 , 她深情地呼唤 :“可
是不管国家这种单位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 , 有了或没了 , 兴盛了或灭亡了 , 变大了或变小了 ,
安德烈 , 小镇不会变。泥土和记忆不会变。我很欢喜你心中有一个小镇 , 在你驶向大海远走高飞
之前。”[9 ]这番充满文学性的肺腑之言 , 倘若用社会学的语言进行解读的话 , 那就是 : 伴随一个人
终生的不可磨灭的社会记忆 , 是你完成社会化过程的文化环境 , 无论那是不是你的出生国、祖籍
国或眼下的居住国。
总之 , 与当代某些跨境移民共生的跨国主义文化的特点 , 就是人在旅途 , 家在心中 , 生存跨
界化 , 国家概念化 , 认同多重化。这也许就是我们反思欧洲东南亚华裔迁移、奋斗、发展之道 ,
探讨他们心灵深处的隔洋情怀 , 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理论启示吧 !
[注释 ]
[ 1 ]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67 - 68 页。
[ 2 ]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149 - 151 页。
[ 3 ] Kees van Galen , Dorp zonder naam : de Chinezen uit Indonesie , in Gregor Benton & Hans Vermeulen eds. , De Chinezen ,
Muiderberg : Dick Coutinho , 1987 , p. 144.
[ 4 ] Edward Said ,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p. 173.
[ 5 ] Kees van Galen , Dorp zonder naam : de Chinezen uit Indonesie , in Gregor Benton & Hans Vermeulen eds. , De Chinezen ,
Muiderberg : Dick Coutinho , 1987 , pp. 144 - 145.
[ 6 ] 转引自翁乃群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及其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6 期。
[ 7 ] Benedict R. O’G Anderson. Long2distance Nationalis :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 Amsterdam :
CASA -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 Amsterdam. 1992.
[ 8 ] 李明欢编译 :《社会人类学视野下的“迁移”与“家园”》,《吉首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 第 80 - 85 页。
[ 9 ] 龙应台 :《亲爱的安德烈·藏在心中的小镇》,《南方周末》2005 年 7 月 14 日。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出版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石沧金博士所著《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一书已于 2005 年 6 月
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五章 44 万余字 , 附有《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和《马来
西亚中英文地名对照表》两个附件。
该书是按照国别来研究华人社团的学术著作。全书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各类华人社团的发展





该书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总之 , 该书是较全面地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第一部专著 , 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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